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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范式
———从萨特、列维 －斯特劳斯到巴迪乌

吕清平

（杭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３６）

［摘　要］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
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
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

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

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

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

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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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是一系列理论争论的焦点，传统学界关于自然与历

史二元分立的辩证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贬低自然

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关于自然与历

史相互中介的辩证唯物主义、萨特贬低结构而抬高

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贬低历史而抬高结

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等，这些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

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当代法

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乌（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
１９３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
理解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此论题上的

新视野。当然，在法国思想史上，对唯物主义概念的

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巴迪乌之前的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此亦各有不同

的理解，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是让·保罗·萨特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Ｓａｒｔ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８０）和克劳德·列维－斯
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０８—２００９）。本文将

以考察其历史演变为基础，通过逻辑视角的转换来

比较巴迪乌与萨特存在主义、与列维 －斯特劳斯结
构主义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的差异，以揭示出巴迪

乌在唯物主义概念上的开创性贡献。

　　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萨特和列

维－斯特劳斯在自然与历史关系范式
上的方法论之争

　　１９６２年，列维 －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之
“历史与辩证法”一节中展开的与萨特的精神斗争，

意味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方法论的思想较

量。此较量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
告终，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

在出版第一卷之后，第二卷胎死腹中，而《野性的思

维》在当时盛极一时。此较量的重要意义是：在揭

示萨特存在主义之先验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局限

性的同时，将法国结构人类学的方法论特质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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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思维”。

在方法论上，列维 －斯特劳斯确实击中了萨特
人学辩证法的要害，但在解决方案上仍然陷于失败。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方法论上的功绩在于，他

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之先，尝试性地将
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以便实现历史唯物

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在具体操作上，辩证理性

与分析理性的融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门

学科掺入自己”，而此掺入“应该包括在具体领域的

古典决定论背后与整体之间的辩证联系，或者在我

们论述的过程中，它的辩证性质早已被承认的情况

下，揭示出部分的辩证性质是更深层的总体运动的

表象”［１］（Ｐ１５０）。此方法论特质表明，既要实现历史唯

物主义的具体化，又不能使之堕落为科学上的经验

主义，只有将“辩证法确立为人类学的普遍方法和

普遍法则”［１］（Ｐ１５０）。就是说，在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

过程中，只有将先验一元论的辩证法置于科学经验

主义的优先地位，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滑向

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辩证

理性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批判。应

当说，列斐伏尔是最具人本学总体性理论特质的马

克思主义学者，但即使这样，他的总体原则也受到萨

特的批判。批判的原因是，列斐伏尔“拒绝始终如

一地采取总体观的态度”［１］（Ｐ１４９）。萨特想说的是，作

为先验方法的辩证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对

它优先地位的挑战都会歪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是，在坚持先验一元论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是否真

的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呢？

列维－斯特劳斯持否定态度。在肯定萨特将分
析理性与辩证理性融合的基础上，他指出萨特在此

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性：“萨特在他所持的两种犹

豫不定的假设中，赋予辩证理性一种独特的实在性，

它独立于有时作为其对立面、有时又作为其补充者

的分析理性而存在。”［２］（Ｐ２８０）导致此矛盾出现的关键

是：辩证理性作为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当它被赋予

一种实在性时就具有超验性意味。如果将辩证理性

与分析理性看做是相互对立的，那么会导致现实具

体化要求的不可能性，并导致科学知识怀疑论；如果

将两者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那么萨特赋予辩证理性

的优势地位就没有任何根据———只要两者在通向真

理的路上具有同样的效果，则两者就没有优劣之分。

所以，实在化辩证理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是“让纯

粹的系列性逃逸了”，另一方面是“排除了可使这类

系统臻于完善的图式化的可能性”。［２］（Ｐ２７９）辩证理性

未能成功地实现与分析理性的融合，萨特具体化历

史唯物主义的愿望破产了。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为
我们提供了出路，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成功实现了分

析理性视域内“纯粹的系列性”与辩证理性之统一

原则或整体原则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了使科学具体

化的诉求。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颠覆辩证理性的

优势地位，以便始终将其看做“构成性的”，即辩证

理性“是一座由分析理性假设于深堑之上的、永远

在延伸和改良之中的桥梁；它不可能瞥见对岸，但确

悉岸在哪里，即使岸边会不断地远退”［２］（Ｐ２８０）。可

见，与萨特将分析理性看成是静态性不同，列维－斯
特劳斯的分析理性变成一种能超越自身的动态之

物，而辩证理性就是分析理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

过程。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分析理性就是辩证理

性。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真正完成使科学具
体化的任务，因为他对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融合

并不成功：一方面将辩证理性看做分析理性之内的

东西，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为附加于分析理性的东西。

“附加”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怎么又能说

它内在于分析理性呢？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显然
模棱两可。总体而言，列维 －斯特劳斯已经取消了
辩证理性，或者至少已经使分析理性处于优势地位。

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在方法上的异质性导致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萨

特使先验一元论的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他

在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承袭康德、胡塞尔

以来将哲学作为其他科学的女王的做法，这使哲学

失去了具体化的可能性。从基调上看，萨特的哲学

是诗化哲学，注重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问题是，当

哲学能够替代政治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政

治化的哲学要承担一切由政治带来的后果。海德格

尔在法国思想界的沉浮正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列

维－斯特劳斯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至少使分析理性取
得了相对于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致使他在实现科

学的具体化诉求时，走上了反哲学的道路。所以，列

维－斯特劳斯的思考方法并未捍卫哲学存在的价
值，相反，取消了哲学的价值。其理论后果是：诗在

哲学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因此成为大陆哲学唯

一的表达方式。当这种思考方式走到终点时，它就

像分析哲学一样以一种先辈的身份融入了后现代主

义的洪流。其次，由于取消辩证理性，列维－斯特劳
斯以唯美主义的方式“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

的事物”，因而“把人当做蚂蚁来研究”。［２］（Ｐ２８１）从我

们今天的视角看，结构主义者已经将人由社会归于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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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分。实际上，这是卢梭

和科耶夫理论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的复

活。相反，由于使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萨特以一

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将非人类事物当成人类的事

物来研究，即“把蚂蚁当成人来研究”。存在主义与

结构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上的对立，在

思路上以一种逆向的方式重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

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现实版

本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

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结构唯物主义：

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关于历史概念
之争

　　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导
致他们持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列维 －斯特劳斯的无
主体历史观（或说自然观）和萨特的个人主体历史

观（或说历史观）。在历史观问题上，《辩证理性批

判》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结构主义之先使自然与历

史统一，从而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

证法，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结合，以阻

止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滑向唯心主

义。萨特认为，“我们必须追踪从物质产生生命、从

生命的原始形态式中产生人类、从最初的人类群体

中产生社会历史的运动”。这先验地表明，“辩证法

是自然的根本规律”。［１］（Ｐ１６０）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

《辩证理性批判》之前的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辩证法问题上始终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总

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特别令人尴尬的

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马克思主义

所具有的号召功能，而它却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理

论。实际上，作为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

思主义后来在现实实践中蜕变为唯意志主义，与萨

特存在主义的套路不谋而合。以此理论框架为基

础，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公开为斯大林

主义辩护。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主义在共

产主义者心中的神圣形象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当斯

大林唯意志主义在法国不再具有有效性的时候，萨

特认为，挽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以作为自然的

惰性物质对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进行物质性

制约，以便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但是，列维－
斯特劳斯对萨特的历史谴责表明，萨特挽救历史唯

物主义的计划是失败的。在列维 －斯特劳斯看来，
萨特失败的关键是他赋予了历史优于一切的价值。

当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问题上赋予后者可理解性

的特殊权威时，萨特式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指的

是物质事实的整体性———过去、现在、未来———或者

用另 一 种 表 述，它 所 指 的 是 时 间 性 的 整 体

化”［１］（Ｐ１６１－１６２）。列维 －斯特劳斯想说的是，作为所
有有限者人类个体汇聚而成的历史虽然与每个有限

个体的内在性关联，但要赋予个体理解总体化历史

的特权，则显然是将历史变成了一个神话。在这种

情形下，个人的发展俨然变成历史的连续性，而关于

历史的认识俨然变成对个体内在感觉存在的证实。

所以，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还是唯心主义。在

政治上，萨特唯我论的人类解放理念，无非是西方种

族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存在主义版本。

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在他看来，既
然萨特走向唯心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将历史事实认定

为首先由个人构成和选择的东西，那么走出困境的

途径只有一个，即将历史事实认定为“诸历史领域

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是由一种

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的编码来确定

的”［２］（Ｐ２９７）。问题是，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消除了萨
特历史概念所具有的神话性，但是他将“孩子和洗

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实际上，萨特时间性维度具有的合理性是其作

为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的身份；萨特错误的地方在

于，他将此统一原则优先地赋予个体内在性的时间。

当列维－斯特劳斯彻底驱逐这种优先地位时，他也
彻底清除了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从而使历史成为

“非连续体的集合”。当然，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

自然了。所以，当列维 －斯特劳斯声称自己已经对
历时性和共时性平等看待时，他口惠而实不至，因为

他实际上已经赋予共时性以优先地位。列维－斯特
劳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共时性”机能恰恰是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幻想性地使资本自我运动的

圆圈封闭起来。因此，如果说萨特的自然是人化或

哲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是内在时间性的历史，那么

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就是科学化的自然，而其历
史就是自然化的历史。我们认为，无论是萨特还是

列维－斯特劳斯，他们都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对称的
东西，即仍然处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同构性

的圈套中。与此不同，巴迪乌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并

非对称的东西，认为两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通过批判萨特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者已经走

出了被分解者与分解者高低层次的区分。就是说，

尽管作为生命的“人类的事物”可分解为作为惰性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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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非人类的事物”，但它们并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结构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为后斯大林政治提

供了出路，即政治上以反官僚主义的平等原则为核

心。当然，如果站在巴迪乌哲学的视域，那么这种平

等原则显然缺乏激进性。正因为如此，巴迪乌的

《元政治学》一书在肯定阿尔都塞为走出斯大林主

义政治做出的理论探索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失败之

处。［３］实际上，如果平等原则没有激进政治做保证，

那么平等原则的实现只能以消极等待的方式进行。

所以，结构主义者适时地提出了平等原则，但牺牲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激进性内涵。在巴迪乌心中，德

勒兹是在平等政治理念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哲学家，

但是，他在政治上也略显保守。在《存在与事件》一

书中，巴迪乌力图在政治上实现平等原则与激进内

涵的结合。结构主义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同时，

却在哲学上付出了代价，即在走出萨特的历史主义

的同时，彻底否定了作为合理性的统一原则。当然，

结构主义者借助于语言学结构来阐释此原则，但此

结构相对于分解者而言完全是超验性的，不仅如此，

此结构也是封闭性的。德勒兹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

这一困境，将此结构充当的统一原则替换为虚拟性

的统一原则。此替换的功绩在于，它使德勒兹能够

返回形而上学，并且走出了结构主义者结构概念的

封闭性。问题是，从表面上看，虚拟性统一原则已经

内化为分解者的组成部分，但在巴迪乌看来，它仍然

是超验的。其理论结果是，德勒兹最终在哲学与科

学之间区分出高低等级。

　　三、巴迪乌自然与历史关系新范式：

呈现与再现视域中的唯物主义

　　要摆脱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上述理论困境，
统一原则必须满足下述要求：“内在的相互联系的

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所不同

的是联系类型。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意味着

整体就是各个不同部分的连贯。整体不是什么‘进

一步’的类型，可以添加在不同类型的元素所组成

的开放系列之上。相反，其开放性（或者说系列）明

显具有的不可中断特质，并不排除统一性或整体

性。”［４］（Ｐ８）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乌的“自然倍数

的本体论规划”满足上述要求。简单说来，此规划

就是以公理性集合理论形式化常态性观念，即“过

渡性集合”。因此，实现上述的规定任务，必须将统

一原则纳入作为自然情境定义的过渡性集合思考，

以便实现呈现与再现之间的最大平衡———使术语同

术语的术语都是常态性的。

在呈现与再现的关系［５］中，再现对呈现的过剩

表明，统一原则不可能排斥空集，即不可能排斥事

件；而在过渡性集合视域中，呈现可转化为再现表

明，在集合之元素不可能排斥统一原则的同时，统一

原则离不开元素，用罗森的话说就是“内在的相互

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

的”［４］（Ｐ８）。在巴迪乌看来，过渡性集合就是属于某

一集合的元素，同时也是此集合的子集（或部分），

就是说，被两次计数为一的此元素“一次作为元素，

另一次作为子集；一次通过呈现，另一次通过状

态”［６］（Ｐ１３１）。从术语承袭视角看，过渡性集合中“属

于”与“包含”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

间关系的集合论转化形式。当然，此转化并非简单

地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分析理性与辩证
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复制，因为经过巴迪乌集合论

式的转化，后者中隐含的困境获得了解决。无论是

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作为统一原则的辩证理性，从

而出现列维－斯特劳斯揭示出的困境，还是列维 －
斯特劳斯将优先地位赋予分析理性，从而出现“反

哲学”倾向和唯美主义倾向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

他们只在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之间作简单区

分。当萨特赋予后者优先地位时，由于元素与统一

原则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以至于最终使统一

原则变成没有内容（或没有内在结构）的东西，这实

际上使统一原则变得与绝对虚无等同；而当列维 －
斯特劳斯赋予分析理性优先地位时，元素与作为整

体的统一原则也不能很好地融合，以至于最终使元

素本身变成比较零散的东西，使作为整体的统一原

则变成了元素在数量上的总和，而不是形式的统一。

当巴迪乌在“属于”与“包含”之间作出区分时，作为

整体的统一原则虽然与元素区分开来，但并不会出

现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势地位赋予作为整体
的统一原则或元素中的任何一方，从而不可能出现

将统一原则认同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统一或认同

为元素的总和的情况。因为巴迪乌的区分实际上使

统一原则成为具有元素内容的形式统一，这既使得

统一原则与绝对虚无区分开来，从而既避免了萨特

哲学的虚无主义倾向，又避免了科学经验主义倾向。

这就彻底解决了萨特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结
构主义出现的困境。换句话说，巴迪乌的统一原则

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统一原则的恰当融合。

当然，由于在过渡性集合中，所有属于整体的元素都

能作为整体的部分（或再现，或子集），所以，作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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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统一原则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各种不同类型元

素上的东西，而是各种不同元素所属类型（或部分）

的统一。巴迪乌以此方式既保留了统一原则，又没

有贬低数的地位。两者的不可分离性说明“‘自然’

和‘数’是可互相替换的”［６］（Ｐ１４０）。这是他的自然概

念区分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关键点。
方法论的彻底变革表明，巴迪乌以常态性观念

为基础的自然概念完全异质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
斯的自然概念。无论是萨特使自然历史化的自然历

史概念，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使历史自然化的自然
历史概念，它们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历史与自然的

对称性主张导致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同构

性。从表面上看，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都实现了
自然与历史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以一方吞噬另一方

为代价。所以，在哲学上，无论是萨特的历史唯物主

义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自称的“先验唯物主义”，最
终都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与结构主义同源

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着剪不断理

还乱的关系，因为当一切被化归为自然时，人最终变

成了动物；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悲观主义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历史与自然永远在相互转

化，因而人永远受困于自然。巴迪乌认为，要走出这

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实现历史与自然平等，其最佳途

径是使它们成为非对称的东西，以便真正实现辩证

法的唯物主义化。“如果一个人在此承认，成为历

史事件场所是必然的，那么就能作出如下观察：历史

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此处有一个明

显的禁止（在纯粹倍数的本体论之思框架外）自然

和历史之间任何统一的不对称性。”［６］（Ｐ１７６）与萨特自

然能被历史化和历史能被自然化不同，巴迪乌通过

主张“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化解

了萨特存在主义中内含的悲观主义倾向。

问题是，承认“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

历史化”是否表明巴迪乌陷入列维 －斯特劳斯的理
论困境，是否在此主张历史终结论呢？通过仔细考

察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在《黑格尔导读》一书

中，科耶夫对历史终结论有两种解释：第１版注释将
历史终结解释为与“战争和流血革命的消失”和“哲

学的消失”的理论后果关联；第２版注释将历史终
结解释为与“人回到动物的状态”的理论后果关

联。［７］但在巴迪乌看来，历史被自然化并不意味着

必然走向历史终结论。巴迪乌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

历史终结论之迷：一方面是使自然概念视域内的作

为整体的统一原则纳入无限开放性，以便消解结构

主义者结构系统的有限封闭性；另一方面使以事件、

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视域不可能消失。由于

“包含”对“属于”的过剩，所以，空集是不可能被消

除的，因而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真理和主体也就不

可能被消除。当然，之所以能引入以事件、真理和主

体为构架的历史框架，其原因是：作为整体的统一原

则不能排斥无限开放性，否则事件是不可能出现的。

与萨特认识论化的主体相比，巴迪乌虽然引入了主

体，但没有走向唯心论，因为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

主体首先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性质的。所以，

巴迪乌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巴

迪乌消解了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历时性的做法。与

列维－斯特劳斯系统结构的有限封闭导致“预设”
自身（其典型例子是资本自我封闭地循环）从而最

终走向唯心主义相比，巴迪乌在空集处对主体的引

入已经消解了结构主义者将共时性优先于历时性的

做法。既然如此，历史被自然化就不会成为历史终

结论的翻版，因为历史被自然化后并不会使哲学终

结，也不会使人与动物等同。恰恰相反，巴迪乌的历

史是作为整体统一原则外部的历史前提假设，它排

除统一原则封闭的可能性。在此点上，齐泽克认为，

通过在“辩证的说明”和“历史描述”引入空集，马克

思在逻辑与历史问题上已经将两者非对称化，这只

不过是巴迪乌化的马克思。［８］

当然，在巴迪乌那里，自然与历史关系被替换为

序数与基数的关系。自然与数的可互换性使巴迪乌

可能将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转变为序数集。理解

这一点的关键是理解作为统一原则的属于关系对序

数之间前后相继所起的统一功能。前面的论述表

明，此功能既彻底驱逐了结构主义将统一原则等同

为总和的可能性，也彻底驱逐了存在主义者将统一

原则等同为内在历史性时间的可能性。通过“属

于”关系对序数的链接，序数集就变成“从空集的名

称出发，继续下去，直到不包含自己”的“属于”链

条。［６］（Ｐ１３９）这意味着，在“属于”秩序内，序数集不仅

不能包括空集本身而只能包括空集的名称，而且不

能包括自己本身而只能包括它的能指名称。所以

“序数集是名称所是东西的数”［６］（Ｐ１３９）。由此，序数

与序数的关系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仅仅是非连续

性的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而是连续性的，即能够用

“属于”关系统一起来的东西。我们在此要注意的

是，巴迪乌以“属于”关系所起的统一作用完全不同

于德勒兹以生命之力所起的统一作用，因为前者是

数学性的，而后者是历史主义的。问题是，能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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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关系将所有序数总括在一个序数集中呢？

从巴迪乌对序数集的界定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序数集的原初存在之点不是空集本身，而是空集的

名称，而它自己不能属于自己的属性也表明，这是不

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自然呈现本体论规划的同

质性在名称—数链的无限开放性中实现，以至于每

个都由所有在其之前的数组合而成”［６］（Ｐ１４１）。从表

面看，巴迪乌的序数集似乎遇到了芝诺悖论，即序数

集似乎是潜无限集合。芝诺悖论中龟兔赛跑悖论表

明，如果将兔子到达的目标无限地分割下去，兔子永

远追不上乌龟。此悖论实际上是潜无限概念遇到的

悖论。以亚里士多德的整数集合概念为例，他认为，

所有整数的集合“不能作为固定的整体存在”，而只

能是“潜在无限的”。［９］以此潜无限为基础，芝诺悖

论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在巴迪乌看来，序数集不是

潜无限集合，恰恰相反，它是实无限集合。从术语对

应上看，德勒兹的生命之一对应于潜无限集合，而巴

迪乌的自然概念对应于实无限集合概念。所以，巴

迪乌所讲的开放性不是德勒兹式的潜无限开放性，

而是康托尔式的实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要通过

本体论决断引发，它是历史前提引入的地方。在数

学集合中，它是基数领域的问题。

总之，从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列维 －斯特劳
斯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到巴迪乌的新辩证唯物主

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理论诉求，力

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萨特式存在主义马克思

主义尽管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约束主体意志的诉

求，但它在人的解放诉求上始终与流血暴力关联在

一起。这种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列

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反映了斯
大林主义之后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追求平等原则的愿

望。这种马克思主义缺少激进性。继福柯、德里达

和利奥塔之后，凭借《存在与事件》的影响力，巴迪

乌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挽救哲学和左翼政治而获得

了世界性声誉。在政治上，在承袭结构主义（特别

是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事件、主体使之激进化，并以同一性为基础

的平等替换以差异为基础的平等，以便重新激活革

命政治和解放政治；在哲学上，通过重新引入统一原

则，在破解后现代迷宫的基础上，又不单纯复古古典

理性哲学，以便在数学公理化集合论视域内返回理

性哲学。在这两个贡献中，政治是落脚点，哲学是实

现此落脚点的途径。与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相
比，巴迪乌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

性融为一体。巴迪乌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是

因为他继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在自然与历史关

系问题上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以集合理论中的序数

与基数之间的关系替换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

而构建了他的新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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